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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关系范畴①

王治东
（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开创了通向世界哲学的哲学视野和思考路径，也体现了哲学的多元性关照与

统一性的诉求。成中英先生本体诠释学呈现出相反与相成的特点，并有７对关系范畴值得关注，分别为：“本体诠释与诠

释本体”、“主观体验与客观经验”、“中国传统与西方风格”、“古代气质与现代追求”、“事实揭示与价值探求”、“本体呈

现与方法分析”、“科技文化与人文精神”，这７对范畴也呈现有序的结构。本体诠释学的解释模式也可以反过来适用于

成中英自身的理论体系，呈现反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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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英先生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学术思想

和学术成就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本体诠释学（Ｏｎｔｏ—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开创了一种新的哲学
视野和哲学思考路径。哲学一般都具有追求统一性的诉求，但本体诠释学在追求统一性上表现出执着

而不执拗，丰富性与统一性并重：“‘本体诠释学’的提出就是为了在差异多元中寻求一体，在一体和合

中发现并创造丰富的差异和多样。”［１］３１８本体诠释学是基于对西方哲学的把握和对中国哲学传统深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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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兼容中西、囊括古今的包容力，体现了哲学的丰富性。在相反与相成中体现多

元性的关照与统一性的诉求，本文将本体诠释学内容归结为“本体诠释与诠释本体”、“主观体验与客观

经验”、“中国传统与西方风格”、“古代气质与现代追求”、“事实揭示与价值探求”、“本体呈现与方法分

析”、“科技文化与人文精神”７对范畴，并认为这七对范畴之间具有相互回馈的结构关系。

１　本体诠释与诠释本体———互为循环
关于本体问题，成中英先生指出：“本为本源与根本，兼历史与基础两意义，更有动而愈出以应无穷

的意涵。体为整体与体系，是机体性的实体多元相关存在，可以用来说明形象之实际与功能之运用。但

体系也可以包含虚体与虚用，形成一个有无相生、虚实互发、体用互为体用的道的体系之体。”［２］４２在本

体诠释学中，本和体是密切相关的。“本”不仅产生“体”，而且可以不断地产生“体”，根据“本”可以来

解释“体”的变化。同样“体”反过来会影响“本”，甚至可能遮蔽和扭曲“本”，通过“体”对“本”的反向

影响，“体”从而返回“本”，以此再生或重构“本”，使“本”以获得更开放的空间和更自由的发展。“本和

体与本质和现象是两种关系。一种‘本’是发生学上的一种根源，宇宙发生，人的发生是有个胚胎过程，

宇宙就是从一个原始的宇宙开始。二层意思是‘本’有个理性基础和逻辑基础。”［３］因此，“本”具有多

层面性。

理解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内容有两个概念不可忽视：一是“本体诠释”；二是“诠释本体”。按照成

中英的解释，二者可以进一步表述为：“自本体的诠释”和“对本体的诠释”。“本体诠释”也是“自本体

诠释”，就是是将主体本身与本体放在同一立场，诠释的内容是人所面临的或体验到的现象，在成中英

看来，“自本体诠释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诠释本体”也是“对本体的诠释”，采取的是与“本体诠

释”相反的路径，是以客观的对象为本体进行理解、说明和解释，诠释重点放在客体、对象之中，体现主

体对客观世界的把握，这也是西方哲学一贯的特点。

“对本体的诠释”和“自本体的诠释”之间是个循环关系，这种循环关系既适用于知识层面也适用于

价值层面，但二者的侧重点不同。“自本体的诠释”往往是为了追求价值，而“对本体的诠释”往往是为

了追求知识。但二者不可割裂，只有在知识的基础上追求价值，在价值的基础上去发展知识，才能形成

一个循环结构，二者是相互揭示、相互支撑的关系。这种对事物循环相生的理解，是成中英先生哲学思

考的一种方式，也是理解其本体诠释学的基础。

２　主观体验与客观经验———互为关涉
在本体诠释学中，贯穿本体诠释学的主客体关系是不可忽视的。成先生认为：“在本体诠释中诠释

的本体是主体持本体的立场，所诠释的是人所面临的或经验到的现象，可以说是以人为中心，而把外在

的物视为对主体的人的事件发生，不一定具备本质性与永久性，因之很看重事物的变化性，甚至以变化

为事物的本性。由于重视人的内在思考，对人的心性结构也就多所发挥。”［２］２５在其本体诠释学中，“所

呈现的这种主客体关系肯定不是笛卡尔式的，而是主体间性的，也就是说，认识与理解不是主体对客体

的把握，而是主体对主体的对话与体验，在这之中凸显了人与世界的同一性问题。”［３］对话与体验过程

中凸显的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占有，而是人在世界之中的统一性。“主体之间要产生这样一种认识，而认

识目标是生活所需要的，这就导致行为、导致理解。理解是自足主体内心的意义，也是对世界认识的框

架，因为有世界才有认识，有认识才会掌握世界，才有人与世界的统一性。”［３］成中英提出，“本体的概念

有两重含义：一是非建构性的直觉体验层次的概念，一是建构性的哲学或思想系统层次的概念。两个层

次都涉及到终极真实的理解，但一个是存有的实感，一是语言的表述，因之本体一词也可以说具有内外

或主客两个方面的意义。所谓内即内在的意义，是指人的心灵的真实或实际体验，是与心灵在对外经验

的基础上对内在的自我反思的直感分不开的。此亦可看成为人心的直觉行为。所谓外即外在的意义，

是指对此自我内在或外在的经验与体验所做的理性的与概念的思考。显然，内在的体验以主体的自我

为基础的，而外在的思考则必以外在的客体的存在为前提的……”［２］８７内在性与主观性，外在性与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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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本体诠释学的两个重要体现。在此方面成先生有这样的表述：“本体是原始的存在又可以是完成

自我与世界的存在。本体可以是创化天地万物的太极，也可以是总合一切的道的过程或理的结构，更可

以是实现太极与天地之道相互参与的合一精神或曰天人合一，主客合一、德道合一，情境合一，心理合

一、理性（智）合一的精神。此一本体的思想可以说兼具了本体结构中本与体的意思。主体与客体之所

共原为本，两者透过经验、知识与反思的所形成的思想体系及其所指谓为体。本体即是本与体的思维辩

证的与实践过程的结合。”［２］８８

成中英强调，要把本体学作为本体诠释的基础，诠释是建立在对本体进行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诠释意为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应是积极的、自觉的，是主体对事物的了解或者对事物的认识，在了解或认

识过程之中体现了人实现自己的方式。因此本体诠释学所体现的主客体关系不是主客二分的，而是互

为关涉的。对主客体的把握，是建立正确本体观念的基础，只有如此，才能把握本体诠释学的真正内涵。

本体诠释学的主客体关系，突破了西方哲学一直以来对本体客观化的指向。理解了这样的主客体关系，

才能正确分清到底什么是“自本体的诠释”与“对本体的诠释”，才能理解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内容

主旨。

３　中国传统与西方风格———互为补充
东西方哲学会通和融合问题一直是哲学界探讨和关注的问题，但对于如何会通与融合，本体诠释学

做了积极的探索。成中英用“世界哲学”的概念探讨了通往未来的哲学之路。要想走向“世界哲学”的

道路，不仅需要具有世界整体意识，更需要具有世界眼光和哲学智慧。成中英指出：“一体多元的人类

文明需要人类文明传统的合作共励的精神，更需要深入人心与人性的理解与对话智慧。”［２］８１倡导对话

并积极践行中西方对话是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旨归。“只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这两大传统相互提携

与融合，才能为未来人类提供坚实的基础与完美的归趋。未来哲学的重大课题，在于如何从一个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标准，来探讨、解释中国哲学及其他哲学的语言性与历史性，并展开不同传统之间的互诠互

释。本体诠释学正是要做这样的尝试，以创立统一的世界哲学。”［２］３４８据此，西方哲学的发展是理性的延

伸和方法的突破过程，中国哲学的发展是重整体、强化本体的过程。这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基础的差异，

西方文化体现了机械的自然主义倾向，表现为重视理性，重视分析。而中国文化尊重自然，重视整体的

和谐与价值。本体诠释学就是要体现两个方面的互补，也就既要汲取西方哲学中理性方法之所长，挖掘

蕴含方法之后的隐性本体，又要发扬中国哲学注重整体和本体的优势，探寻隐藏在本体之后的方法。

本体诠释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整合基础之上产生的，既交融了中西的视域同时又发挥

了各自之长。“我的出发点是东西方哲学，我既要找到共同起点，又要找到共同会通点。这就需要一个

宽广的宇宙论、知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宇宙必须要建立在我说的一个本体上面，光有西方的存有论太

僵化……需要一个新的视角对存有的认识，这个存有是个动态的存有，这也就是我说的本体概念。”［３］

在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中，“本体概念就是动态的存有，只有从小而大，从固定到不固定不断地变化，才

可以容纳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而且这个本体学里面基本的观察结果可以说有差异的，但是相互

补充的。”［３］成中英将两者进行了有机结合。不难看出，本体诠释学是中西文明对话的成果，而且东西

方哲学的互补与比较贯穿和渗透到所涉及的各个范畴。可以说本体诠释学起点是基于东西方哲学的视

域交融，起于一种对话，其落脚点也是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理解与对话，目标是创造出一种具有世

界整体气质的哲学之思。

４　古代气质与现代追求———互为关照
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有一个如何继承古代哲学传统与创新现代哲学思想之间关系的问

题。成中英对中西哲学归纳出其本体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他认为，西方哲学经历５个阶段。“从前
苏格拉底（６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ＢＣＥ）经苏格拉底、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３８４－３２２ＢＣＥ）当时一个圆熟的本体
概念已然形成，其特征为理性的抽象的思考及分析的一个超越的静态的具有终极目的性的永恒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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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２］２８这是本体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涵盖了从公元前１世纪基督教的新约形成经奥古
斯丁、阿奎那直到马丁·路德时期。“经过与犹太人传统的上帝概念结合而形成了超越体的创造主或

上帝或神（人格化、价值化的神）。注意此处所说的上帝与神已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的色彩，但从本体

论的理论性言，上帝为超越抽象与不可知的他者，人只能在信仰中求知。”［２］２８这一时期，本体的存在被

体现为人对象化的本质。第三个阶段，是在康德之后，经历了１８世纪与１９世纪，本体概念的发展出现
了转向，当时的本体仍是一个超越的、非现实的客体化的主体形式的本体存在。“外在超越性与宋明理

学中的内在超越性相对照的”［２］２８。但此时有向哲学诠释学迈进的倾向以及积极探索的行为。第四个

发展阶段是１９世纪后期到２０世纪上半期，西方哲学本体概念的发展进入非超越的外在性的理性探索
阶段。第五个阶段是“西方现代性（非超越的外在性与理性）的遭受批判、质疑而转向人的内在性的建

立与探索”［２］３０。这一阶段，首开其端者是胡塞尔，后经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发展出哲学诠释学

阶段。

对于中国哲学的本体概念，成中英认为经历６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周易》哲学系统的建立。
第二阶段是儒道的分野代表本体思考与诠释思考的两个基本方向从两汉到魏晋可以看出。第三个阶段

是隋唐中国佛学的发展，把一个佛性本体的概念推向一个至高无上的境地，并透过禅悟的方式来体现于

具体的人生。第四阶段是宋明理的理气心性之学的建立，为中国哲学的本体哲学进行一次宏大的佛道

儒的融合，而归宗于通古今之变合内外之道的易理。第五阶段是清代的实用之学的发展，为本体概念向

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开放性奠定重要基础。第六阶段则是当代儒学的发展，体现了实质性地吸取西方现

代性的努力。”［２］３２

从成中英对东西方本体哲学发展历程的归纳与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都既

有共时性的发展也有历时性的探求，共时性的哲学发展凸显了东西方哲学对话与融合问题，而历时性的

哲学发展凸显的是古与今继承与创新关系问题。中国与西方本体哲学的发展，都体现出古代气质与现

代追求互为关照的整体性结构。没有这种相互关照，就无言继承与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体诠释

学是关照古今，融合东西方哲学智慧之结晶。

５　事实揭示与价值探求———互为前提
在本体诠释学中，“事实揭示”是指通过对知识的探求获取对世界的理解。人类追求知识是基于理

性的内在要求，这也是主体与客体分化和对立的结果，在哲学上体现的是西方意识哲学的进路。“主客

体之间的定界导向知识，而知识是主体与客体分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分别的主体把握分别的客体的开

端。这样，主体自我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故可以说，知识是主观和客观的媒介，人类通过知识来判断

解释和预测外界的变化，以满足自我，把握客观世界”［１］１６５

“价值探求”是一种内在的人文主义诉求，在哲学上体现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哲学的进路。知

识与价值之间不是分割的，而是紧密相关的。“从客体中追求知识，为人所用的过程，是一个分析的过

程，分析的方法导向的是知识世界；而把知识和人的价值观点结合起来作解释的过程，就是诠释，它导向

的是价值世界。”［１］１７０

当然，知识与价值的关系并非始终处于一个有序的状态，也就是说，并非西方哲学发展一贯是重知

识而轻价值，也并非中国哲学一贯是重价值而忽略知识的状态。“西方哲学走向观念系统化，并以此为

哲学真理之所寄，并非偶然。此乃在其哲学的原本取向上，以知性为价值，故其知识性，即隐含了一种价

值前提。但因价值具有片面性和概括性，故对整体的人生价值反而不能掌握，正如怀特海所称‘延伸抽

象’的结果。相反，中国的哲学传统，无论儒家、还是道家，均能以全体性及整体性为价值目标，并以价

值之用为本。因为，它能经过抽象分析以成独立之知，故其知识前提、知识结构及其内涵均不明显。虽

然它有某种程度的显明逻辑（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ｏｇｉｃ）但更多部分乃是不显明的隐含逻辑（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ｌｏｇｉｃ），需通过
哲学的语言来表露。”［１］３５５事实上，在成中英看来，中西哲学取长补短的过程就是调整知识与价值关系的

过程。因为“知识与价值不可完全分裂离析。因为，每一个知识系统都有一个隐含的价值结构，而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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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价值系统也都有一套隐含的知识结构。这一说法的根据是：无论是知识还是价值，都来源于人之所以

为人的整体经验。知（知识之动）和志（价值之动）都是人的原始经验，两者相互为用、相互依存。”［１］３５３

但二者如何互补呢？成先生有这样的论述：“任何知识活动都是整体性本体的一个方面，并有其范围的

局限性。同样，任何价值活动也将是整体性本体的一个方面，亦有其效果的局限性。因而我们必须用知

识来开拓价值，也必须用价值来开拓知识。知与志互照，方能体用不二、显微无间、定慧两全、主客交融、

理气相生。如此，方能显示出整体性本体的统一性、丰富性和创造性。”［１］３５６

以上论证可以这样理解，在事实揭示中蕴含着价值的目标，而在价值探求中必须要通过事实揭示而

呈现，二者是一个互为条件和因果的结构，事实揭示以价值探求为目标，价值探求以事实揭示为前提。

成先生为此提出了一个价值知识论和知识价值论的架构，认为“哲学之为哲学，永远不会定着在一个知

识层面，也不会永远定着在一个价值层面”［１］３５４。这是成中英个体哲学追求之中体悟，也是其本体诠释

学的重要标识。

６　本体呈现与方法分析———互为结构
对本体诠释学而言，其重要的使命是实现方法论与本体论的结合，二者不仅需要结合，而且需要一

定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多层次的结合。“所谓‘本体诠释学’，即是方法论与本体论的融合，用方法来批评

本体，同时也用本体来批评方法；在方法与本体的相互批评中，真理就逐渐显露了。”［２］１９其切入点仍然

是通过中西方哲学的比较而揭示本体与方法的互为结构。在成先生看来，中国哲学体现为重本体而轻

方法，西方哲学体现为重方法而轻本体。“从总体来看，西方哲学方法的核心是‘理性’的建构方法。理

性本身是求分的，经常‘援理以释性’。往往知分而不知合。而中国哲学却正好相反，是一种‘性理’的

方法，即‘举性以见理’，求合的倾向比求分的倾向要强烈得多。”［１］１６１因为在这其中，西方哲学的一个鲜

明的特点，就是对方法的寻求。因为知识理性与方法意识密切相关，从求知自然导致了对方法的寻求。

“一方面，方法产生新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知识体系又反过来限制了方法的运用。当知识限制了方

法时，就要求对方法进行反思，设法创造出新的方法。”［２］３４７成中英认为，尽管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等人

倡导诠释学，有突破知识束缚体现诠释化的倾向，但并没有解决好整体意识的本体与部分意识的方法的

结合问题。而中国哲学则弥补了其不足。“中国哲学重视整体的和谐，它的本体是一个整体，而不是西

方哲学中概念限定的本质。在中国哲学中，方法与本体是动与静的关系。本体相对方法是静，方法相对

本体是动。可以说方法是显，本体是隐。一静一动，一显一隐，过程与结构互融，部分和整体互动。”［２］３４８

成先生对此谈到：本体诠释学“指出了方法之范围及有限性，从这点来看，本体诠释学为方法的本

体学”［２］２１，同时，“显示真理及本体的境遇。从这点来看，本体诠释学又为本体的方法学”［２］２１。在本体

诠释学中，本体与方法体现出一体两面的结构形态，二者互为结构。

７　科技文化与人文精神———互为融合
科技文化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的，重视人与自然关系；人文文化是以社会知识与人文知识为基

础的，重视人与社会关系调整，注重内在关怀，更多表现为人性的诉求。在成先生看来，“从认识史来

看，知识开始于形而上学，再分化为对自然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对自然的认识是自然理性，而对人的

认识则是人文理性。”［１］１７０自然理性与人文理性的文化形态就形成了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的发

展是利用客观的方法进行知识的探索，显然，其本体的结构是外向的。科学的目的在于发展精确的方法

以精确地表述客观对象事物的真相。故科学也可以从本体论的角度来加以评估。它所趋向的是一个外

在化的能量物质世界，但科学不作最后的本体结论，因而对世界的认知是与日俱新。而且科学对人的理

解也走向客观外在主义，把人的存在约化为物的存在。”［２］３０而对于人文精神，成先生认为：“人文主义通

常被了解为一种观点与态度，也即人在一切事物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人的任何活动，必须朝向人的种

种价值。”［１］１５割裂二者关系，会带来人类文明发展的危机。“西方文化近代的科学启蒙主义，导向了科

学理性导向主导一切、规划一切，这是一种危机，一种人类文明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核心在求一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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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统合，而忘怀人类文明内在的多样与多元所启示的丰富的多层面与多方位的价值整体性。也就是

人性的整体性，这就是人性的丰富的创造力的内涵。科学启蒙以前，我们已经看到东西四大文明的个别

文明价值。如今对科学理性的批判，不在放弃科学理性，走相对主义与现象主义的后现代的道路，而在

重新认识人类文明的一体多元。”［１］８１

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融合就是成先生所谓“一体多元”的呈现。二者存在融合的内在机制，因

为其在作用上具有互通互补性。“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各自包含了一套本体学与方法

学的运用。我们对两者的沟通与整合问题也必能经由本体诠释学的分析，获致正确完整的认识：两者互

为基础而形成一全体，在此全体中两者才能相互彰显其意义。”［２］２１－２２这是因为：“由于本体诠释学对科

学客观化、简略化及消除化（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做批评，因此可以显现出科学的人文意义。”［２］２１因此，从本体诠
释学的视角看，科技文化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既有理论上的可能又有实践中的必然。

８　结语：本体诠释学思想体系具有反身性①

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作为一个成熟的哲学体系，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与解释力。在笔者看来，也

同时具有自洽性与反身性。也就是说，本体诠释学对事物的解释模式也可以反过来适用于自身理论体

系，即“本－体－用”的关系可以揭示本体诠释学自身的结构体系和思想层次。前文分析的７对范畴完
全可以对应到本、体、用３个层面。

“本－体－用”的关系也关联着“域 －势 －能”的动力结构。在“本”的层面蕴含的是一种时空结
构，包涵了古今和中西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中国传统与西方气派”与“古代气质与现代追求”两对关系

范畴，表现的动力结构上，呈现的是“域”方面，也就是“时间域”与“空间域”。

在“体”的层面蕴含着“本体诠释与诠释本体”、“主观体验与客观经验”、“事实揭示与价值探求”、

“本体呈现与方法分析”四对关系范畴，体现了“体”的多元与统一问题。在“体”所保持的动态平衡结

构中形成一种“势”，这种“势”是“用”的一种动力支撑。

在“用”的层面蕴含着 “科技文化与人文精神”关系范畴，体现了科技与人文的对立与统一。这个

“用”的指向形成一种“能”，继而构成“行”。

本体诠释学的反身性问题在成中英管理学思想中有很明晰的体现，著名的“Ｃ理论”②呈现的“道－
心－脑－手－机”结构层次就是“本－体－用”结构层次的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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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对于本体诠释学反身性的探讨，要感谢香港浸会大学费乐仁教授（Ｐｒｏｆ．ＬａｕｒｅｎＰｆｉｓｔｅｒ）的启发。２０１１年６月，在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艺术研究院举办的“世界哲学与中国哲学：现代与后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向会议报告了对成先生本体诠释学的认识和理解，

费乐仁教授追问笔者：成先生本体诠释学几对关系范畴的内在逻辑结构是什么？这一追问促使笔者对成先生本体诠释学反身性问题进

行思考。以上思考也得到成中英先生的确认，成先生认为这也是对其本体诠释学思考的创见。

可参见成中英：《Ｃ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